《江格尔》的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最初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数百年来民间演唱艺人的加工整理和润色，才形成为长篇史诗。学术界认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形成前，几百年间，有关特洛伊战争的零散传说和史诗篇章靠着古希腊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约于公元前9—8世纪盲诗人荷马根据那些零散的篇章整理成两部史诗。荷马是口头整理的，约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繁简不同的抄本，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同样，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起初也是口头流传，最早的部分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最后成书却在公元以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到底怎样形成，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考证。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如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学者阿·科契克夫认为：“起初有过一个人的传说，也有过一个人的故事”，“可能是很早以前有过关于孤儿江格尔一个人的故事”。他的依据是朔尔、雅库特等西伯利亚突厥民族都有一个孤儿的史诗，卡尔梅克人有关于绰罗斯部起源的传说。这种一个人的传说同基督教关于亚当的传说一样，都是以古老的初人概念为基础的［①］。蒙古国学者娜仁托娅也认为，可能有过反映江格尔与蟒古思（恶魔）斗争的传说，这一传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史诗。笔者曾考证过《江格尔》与蒙古族卫拉特人的传说和古老史诗的传承问题［②］。在此做个补充和进一步探讨。

一

历代口头诗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古老蒙古及世界性的神话传说材料，使《江格尔》逐步丰富和发展成为神话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英雄史诗。诸如孤儿灭蟒古思的传说。孤儿成汗王的传说、神箭手传说、巨人传说、飞毛腿传说、举山大力士传说、三仙女传说、天鹅姑娘传说、化作美女的妖精传说、黄铜嘴黄羊腿妖婆传说、下界寻人传说、地下库克达尔罕（青铁匠）的传说、驯养野生动物的文化英雄传说等等，在《江格尔》的不同诗篇中出现。史诗的主人公江格尔和雄狮勇士萨布尔都是孤儿。江格尔刚刚两岁，蟒古思袭击他的国土，其父乌宗·阿拉达尔汗夫妇被杀害，江格尔成为孤儿。从三岁起，江格尔跨上阿兰扎骏马，先后征服了多种蟒古思和舒姆那斯（妖精）。孤儿江格尔刚刚七岁，英名传遍四方，被推举为宝木巴国的可汗。塑造这一形象时，民间艺人们运用了传统的孤儿灭魔传说和孤儿成汗王的传说，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同一人物身上。在蒙古族民间，尤其是在卫拉特人中有多种神奇的孤儿传说。如卫拉特故事《孤儿灭蟒古思》［③］和史诗《孤独的努台》［④］描绘了孤儿报仇雪恨，消灭杀害其父母的蟒古思的故事。在后者中说，曾有过一位巴彦，他有毛色不同的一批批马群，自己骑的是一头飞驰的白犍牛，他有一男一女，女儿叫努台。15头蟒古思袭击、杀害了巴彦和他的白犍牛，烧毁了他的家，抢走了他的妻子和家畜。巴彦被杀害之前，让兄妹二人同骑一匹高大铁青马逃走，他们二人受尽世间痛苦，经两代人的英勇斗争消灭了蟒古思。这个故事同卡尔梅克版本中所说的当敌人袭击时，童年江格尔和洪古尔二人逃到深山密林中，后来向敌人报仇的情节有某种相似之处。此外，卫拉特英雄史诗《杭格勒库克巴托尔》、《北方孤独的伊尔盖》、《那仁汗传》以及准噶尔或绰罗斯的贵族起源传说中都有孤儿成汗王的传说。《北方孤独的伊尔盖》［⑤］里，那仁汗骑着黑红马，在山林中狩猎，他发现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躺在柳树影子下，旁边猫头鹰在叫，身上披着桦树皮，吃着桦树枝上滴下的乳汁。给婴儿起名为北方孤独的伊尔盖，人们以为这是汗霍尔穆斯达天神或山神赋予的婴儿。新疆一诗篇中说，勇士蒙根·西克锡力克在深山密林中发现了乌宗·阿拉达尔汗的孤儿，是山神扶养的，将他带到家里收养，给他起名为江格尔。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和这个传说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绰罗斯贵族传说。卫拉特文献记载：“一位猎人在无人烟的森林中狩猎，捡到躺在一棵树下的一个婴儿，把他抚养长大了。那位男孩所在的树像个绰罗格（管嘴状），因此给他起名为绰罗斯。树汁滴在婴儿的嘴里成为养料。在他附近除了猫头鹰外，未见其他动物。由此称他为以柳树为母，以猫头鹰为父的男孩。因为有这种身世，以为他是上天之外甥儿，那些捡到他的人们在他长大后把他奉为诺颜（首领或官人）。他的子孙成为贵族，抚养他的民众作了他的阿拉巴图（属民），他们成为准噶尔部”。［⑥］这些现象说明，相似情节的孤儿传说，以不同人物名字在卫拉特各部人中广为流传。卫拉特人的孤儿传说与孤儿出身的江格尔可汗形象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孤儿成汗王传说，在蒙古、突厥和藏族等整个中央亚细亚人中普遍存在着，《史记》、《汉书》等一系列汉文史书和蒙古文献都记载了不同时代的变体。正如阿·科契克夫所说，这种孤儿传说与初人概念有渊源关系。

《江格尔》里出现不少巨人、大力士、飞毛腿和神箭手母题。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具有大力士和飞毛腿双重性格，史诗中描绘道：“西克锡力克，洪古尔的父亲，万夫不当的大力士，他怀抱着一坛美酒，放在右膝上畅饮。这一坛酒，五百个勇士也抬不动。”史诗里又说，有一次洪古尔与情敌马拉查干摔跤比赛，怕老人跑来较量。把蒙根·西克锡力克拴在大铁车上，五千名壮汉按住，不让老人上场。可是，当洪古尔处境危急时，老人暴跳如雷，拉坏了大铁车，将五千名壮汉甩得远远的，跑进摔跤场，扭断了名将马拉查干的手脚。同时，蒙根·西克锡力克身上具有飞毛腿形象的痕迹。史诗描绘道：“四面八方扬起尘土，江格尔的三十三名勇士，纷纷飞马来到，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肩上扛着他们的东西，跑在三十二名勇士中间。”另一处说：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听到江格尔的长枪折断的消息，拄着檀香木的手仗，背着盛满美酒的巨坛，两步迈过一个大盆地，一步迈过一个小盆地，来到战场上见到了洪古尔。阿·科契克夫指出，这个人物类似于卫拉特传说中的雅布干莫尔根（意为步行神箭手）。他的原型是原始步行猎人（雅布干安格钦）。雅布干莫尔根集巨人、飞毛腿、神箭手于一身。他坐上十八架马车，马车陷到地里，十八匹马一点也拉不动。他徒步行走，别人一天的路程，他迈一步就到，别人两天的路程，他迈两步就到。一只大凤凰遮住太阳，百姓见不到阳光，他去一箭射中凤凰，怕它丢下来压倒百姓，只射丢了一根毛，那根毛也压塌了城墙。《江格尔》里有种种关于神箭手的描写，描绘勇士哈布图温格道：“他的神弓利箭世间稀有，弓垫上雕刻着公绵羊和野羊，弓附上雕刻着搏斗中的虎熊，弓背用九十只公羊角捆成，箭杆有棱，雕着花纹，箭尾的搭口是黄金。他的箭术高超出众，高耸入云的檀香树上拴一条黄线，他能把丝线射断”。《萨里亨·塔布嗄的婚事之部》里，萨里亨·塔布嗄隐身变成秃头儿去参加争夺美女的射箭比赛：“小秃子手挽金弓，从黎明拽到正午才发射，箭尖喷射熊熊火光，箭尾喷出黑烟杂杂，它将金针针眼射豁，落到图门河的源头，燃起一片野火”。［⑦］这些现象说明，《江格尔》里的巨人、大力士、飞毛腿、神箭手、天鹅姑娘和妖精等母题来自蒙古族、汉族及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郎樱女士探讨过《玛纳斯》与荷马史诗里的神奇铁匠母题。［⑧］在《江格尔》中也有类似铁匠，他的名字叫呼和达尔罕（青铁匠）：“呼和的鼓风炉大得出奇，健壮的年轻人拉它都会吃力。沉重的劳动使人们筋疲力尽，每天都有上百人哭泣着逃离。有谁不经许可走进他的工房，铁匠就会惩罚，毫不宽容。”因江格尔的长枪折断，他长途跋涉去寻找呼和达尔罕修理，自己化身为十岁男孩跑进工房，铁匠举起手中的铁锤将打碎他的脑袋时，江格尔让他谅解，铁匠罚他拉那个二十五人拉着的鼓风箱。二十五个人都躲在一旁，十岁男孩拉起巨大的风箱，在那大黑石工房里，碗大的火花四溅，旁边的铁匠们怕得逃出工房。呼和达尔罕认出江格尔，说：“你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可汗，在你三岁的时候，要为你打一支长枪。我曾给你接了十二段钢，焊接处有很小的细纹。经过四十五年的征战，长枪会从细纹处折断。”说罢，他让江格尔拿枪来，江格尔亲自拉风箱，一百名铁匠精心修好了长枪。江格尔重新上战场，打败了强有力的敌人。

1995年8月，内蒙古巴林右旗胡尔奇尼玛敖德斯尔给我演唱了一部说书故事叫做《吴祥宝寻父》，其中吴祥宝在深洞里的所见所闻很有神奇色彩。俄罗斯学者卡·郭尔斯顿斯基曾于1864年发表了《江格尔》的“沙尔·古尔古汗之部”，其中有江格尔下到七层地下世界里寻找洪古尔的情节。在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相似的原因尚未来得及探讨。

二

蒙古族及蒙古语族人民有几百部英雄史诗，这是一千多年来先后产生的长短不同的作品。这些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属于最后一种类型。这三大类型的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在第三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运用了在它之前产生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题材、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江格尔》的各个诗篇（章节）是在这两类早期史诗的框架上形成的。

《江格尔》有独特的情节结构，不象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那样，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情节贯穿始终。《伊利昂纪》描绘了历时十年的战争中最后51天的肉搏战，其情节以阿凯亚人与特洛伊人之间争夺伊利昂城的斗争为主线贯穿始终。虽然进行多次战斗，但作战的敌对双方不变。《摩诃婆罗多》包罗万象，但主要故事是在印度婆罗多王族内部听般度族与俱卢族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战争，这种战争成为史诗的中心情节。这也是在固定不变的两大军事势力间的战争。《江格尔》却不同，它反映的不是固定的两大军事力量之间的一场大战，而是以江格尔可汗为首的宝木巴汗国先后同周围大大小小汗国之间进行的许多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宝木巴汗国是固定不变的一方，可是每一次战争的对象都不一样。因此，它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而由许许多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所组成。每一小故事都象一部有独立情节的叙事长诗，长诗与长诗之间在情节上似乎没有什么联系。《江格尔》是情节上独立的一百多部长诗及其异文的并列复合体，故称它为“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虽然没有贯串整个史诗的中心情节，但《江格尔》的各个长诗都有一批共同的宝木巴汗国英雄人物，以这些人物形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为一部宏大的英雄史诗。

《江格尔》的每一个长诗都像一部单篇型史诗或串连复合型史诗，都有统一模式。笔者曾指出，虽然蒙古英雄史诗有几百部，但其基本情节都由独特的两种基本母题系列所构成，其一是婚姻型母题系列，另一是征战型母题系列。由一个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的史诗，叫做单篇型史诗。因有两种基本母题系列，以它们为框架所组成的单篇型史诗，也分为婚姻型单篇史诗和征战型单篇史诗两大类型。这两类单篇型史诗各自都有一种统一的模式，即母题系列内有一批较固定的母题，这些母题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婚姻型单篇史诗又分为抢婚型与考验女婿型，二者之间有一批不同的母题，但多数母题相似，它们的基本母题及排列如下：

时间、地点、青年勇士、未婚妻的消息、启程娶亲、遭到劝告、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远征、途中之遇、勇士化身为秃头儿、遇到未婚妻之父、父亲拒绝嫁女或提出嫁女条件（举行三项比赛）、勇士进行英勇斗争或在赛马、射箭、摔跤中获胜、举行婚礼以及携带妻子返回家乡。当然，不能说每一部婚姻型史诗中这些母题都会有，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会不出现。在《江格尔》的二十多种婚姻型长诗中，与这种史诗相似的是萨里亨·塔布嗄、萨布尔、哈尔吉拉干等人的婚事，尤其是蒙根·西克锡力克的婚礼长诗几乎完全相同。此外，在描绘洪古尔、和顺·乌兰、乃尔巴图等人婚事的十多部长诗中，也有许多相似母题。

征战型单篇史诗中也有氏族复仇型与财产争夺型之别，但二者中都有下列基本母题：

时间、地点、勇士、敌人（蟒古思）来犯、勇士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出征、与蟒古思相遇、打仗（用刀枪、弓箭、扭打）、蟒古思失败、求饶、杀绝蟒古思和凯旋归来。在不同史诗中这些母题的出现有所不同，还会有母题更换现象。有些较晚产生的史诗中敌人不是蟒古思恶魔，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那么勇士也不一定杀他们，而是饶恕他们作自己奴隶或属民。《江格尔》里的征战比这个情况复杂，不是一对一的搏斗，往往是两大汗国的战争。战争的方式不同，因而征战母题系列的组成也各不相同，但还有一批共同的母题，它们成为各个征战长诗的基本框架。这种母题包括：

时间、地点（汗宫聚会）、敌人来犯、参战勇士、备马、穿戴盔甲、携带武器、出征、途中之遇、与敌相逢、打仗（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获胜、处理敌人和凯旋归来。这些母题是《江格尔》各个征战母题系列的核心。可是，在不同长诗中这些母题和母题系列的繁简不同、内容不同、前后排列也不可能不变动。但总的来说，《江格尔》的这种母题系列与征战型单篇史诗的母题系列相似，都有统一模式。

串连复合型史诗是运用原有两种单篇史诗的现成母题系列，进行加工和改编而出现的。它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以前后衔接方式串连一个考验女婿型单篇史诗母题系列和一个财产争夺型单篇史诗的母题系列。第二种是由两种不同内容的征战型史诗母题系列所构成。这两种串连复合型史诗的下半部分都很相似，都由财产争夺型史诗母题系列所组成。

总之，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共有四种类型。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的绝大多数长诗的基本情节结构也有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与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四种类型相符。这种现象说明了《江格尔》的各个长诗是在早期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情节结构的框架上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运用了它们的现成的史诗母题系列。当然，不仅采用了史诗母题系列的形式，而且同样借用了许多母题的内容和固定的程式化的诗句。

此外，笔者也指出过，《江格尔》在题材、人物、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不展开谈。

三

早期蒙古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的创作者是蒙古民间口头诗人，在它们的框架上创编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还是蒙古族卫拉特陶兀里奇（史诗演唱艺人）。蒙古族人民有一千多年的创作和演唱英雄史诗的传统。14世纪初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记载了蒙古口头诗人们创作的关于忽图剌合罕的英雄史诗的情况。忽图剌合罕就是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叔父，生活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上半叶。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说：“全蒙古、泰亦赤兀惕部众大会于斡南河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会议的结果，推选忽图剌为合罕”。［⑨］《史集》不仅证明当时的诗人创作了歌颂忽图剌合罕英雄业绩的史诗，还记载了史诗的题材、内容和形式，说：“蒙古诗人们写了许多诗颂扬他（忽图剌合罕—引者），描写了他的勇敢大胆。”我们认为，这“诗”就是英雄史诗，因为英雄史诗称赞英雄人物的力量和勇气，同样这个“诗”也描写了忽图剌的“力气和胆量”。“诗”里运用了英雄史诗里常见的夸张和比喻，并借用英雄史诗的诗句形容忽图剌合罕，道：“他的声音宏亮极了，以致他的喊叫隔开七座山也能听到，就像是别山里传来了回声，他的手犹如熊掌：他用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够将他像木杆似的折成两半，将脊梁折断。……烧红的炭掉到了他身上，烧着了他，但他对此毫不在意。当他醒过来时，他以为是虱子咬他，他搔了搔身子，又睡着了。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大只三岁羊和一大碗（囊—引者）酸马奶，但仍未吃饱。”又说：“他那胳膊的力量胜过三岁的熊掌，他的攻击的猛烈可使三河的水翻腾起来，他的打击［所造成的］创伤，使得三个母亲的孩子们都要哭起来。”《史集》记载的忽图剌合罕与敌人的战斗场面，也像史诗中的二勇士交锋，说：“忽图剌合罕用长矛向秃伦黑——忽勒丹猛刺过去，刺穿了他的锁子甲，刺进了前臂的肉里，并且穿过锁子甲和臂底，一直刺到他的腿下部。由于受伤很重，他［全身］紧张起来，［用力］拉紧缰绳，而免跌下，以致马的舌头都被衔子弄裂了，但他［最后还是］跌倒了。”［⑩］忽图剌合罕的史诗是一部征战型英雄史诗，取材于忽图剌合罕与塔塔儿人的战斗。创作这部新史诗时，诗人们借用了古老英雄史诗的框架和表现手法。这部史诗的创作年代是约12世纪中叶，地点是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克鲁伦、鄂嫩、士拉“三河”源头。后来随着蒙古各部落的迁徙，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史诗演唱艺人，布里亚特史诗演唱艺人叫做“乌里格尔奇”（布里亚特人把英雄史诗叫乌里格尔）；东蒙古史诗演唱艺人有“朝尔奇”（伴奏马头琴演唱史诗的艺人）；卫拉特史诗演唱艺人是“陶兀里奇”，随着《江格尔》的广泛流传，后来出现专门演唱这一史诗的艺人江格尔奇。在新疆卫拉特人和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陶兀里奇被江格尔奇所取代，可是陶兀里奇仍然存在于蒙古国西部地区卫拉特人民中间。俄罗斯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了卫拉特陶兀里奇及其演唱的英雄史诗，他们明确指出陶兀里奇不仅仅是史诗的演唱者和保存者，而且也是创作者。著名蒙古学家已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于1923年出版的《蒙古—卫拉特英雄史诗》（11）中，针对卫拉特陶兀里奇及其史诗说：“在蒙古一些部落中有专门背诵英雄史诗的陶兀里奇，因此，有的地区的史诗作品，不仅迄今还完整地存在着，而且继续发展着，旧史诗被更替，新史诗还在产生。”这位学者曾多次到蒙古西部卫拉特人中去进行长期调查，他记录了巴亦特著名陶兀里奇帕尔臣给他演唱的9部史诗（有些史诗达四五千诗行），其中的6部译成俄文出版。他还报道了帕尔臣为他创作新史诗的信息，也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帕尔臣于1913年为他编创了反映1912年科布多之战的英雄史诗。蒙古学家阿·法·布尔杜克夫曾在蒙古西部卫拉特人中工作30年之久，并去伏尔加河卡尔梅克地区和吉尔吉斯坦的萨尔特卡尔梅克人中去考查过。他在1940年写《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史诗演唱艺人》（12）一文中，说：“上世纪末至本世纪的史诗演唱艺人，不仅是原有史诗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史诗的创作者。”他指出，西蒙古的帕尔臣、卡尔梅克的沙瓦利·达瓦、萨尔特卡尔梅克的巴克哈·萨尔皮克夫等陶兀里奇是天才的口头诗人，他们创作了许多新作品。

在我国新疆蒙古族卫拉特人中，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传说17世纪以前在和布克赛尔地区曾有过一位江格尔奇，他演唱过《江格尔》的70部长诗。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曾有过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江格尔奇扎拉、和布克赛尔的奥尔洛郭加甫王冬的江格尔奇胡里巴尔·巴雅尔、道诺洛甫才登王冬的江格尔奇西西那·布拉尔等闻名于各地的大诗人，他们中有的认为“在演唱中可以自己编”，有的根据听众的爱好确实创作过一些情节。

卫拉特和卡尔梅克的史诗演唱艺人具有史诗创作能力，他们既是史诗的演唱者，又是创作者。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卫拉特陶兀里奇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歌手，他们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过一定的演唱训练，并得到有名望的老艺人和听众的承认和选拔，才能成为陶兀里奇。卫拉特陶兀里奇演唱的史诗与其他地区的史诗不同，是一种“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优美雅致，比起其他地区的史诗向前发展了一步。

总之，从12世纪忽图剌合罕时代到本世纪中叶八百年间，蒙古民族出现了无数天才的口头诗人和陶兀里奇，他们不断地演唱和创作英雄史诗。卫拉特陶兀里奇们不仅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而且，在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形成过程中，他们还起到了古希腊荷马那样的作用。荷马的出现有相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前提。在荷马时代，一方面希腊社会处于“英雄时代”，抢夺财产、美女和奴隶的征战连绵不断，获得战利品成为奴隶主和男子汉的荣誉。另一方面，那时的希腊已经有了民间乐师演唱史诗的几百年传统，出现了不少天才的乐师。荷马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在这种条件下，为了满足当时重大社会活动的需求，荷马把乐师们口头传诵下来的零散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和诗篇加以整理，编创了长篇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在《江格尔》形成前夕，蒙古族卫拉特地区的社会也具备了类似条件。关于《江格尔》的文化前提，我们在前面已叙述。笔者在《〈江格尔〉论》一书中，对《江格尔》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代作了考证，认为其主要部分形成于15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形成至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率部众西迁到伏尔加之前的这二百年之内。那时的卫拉特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江格尔》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一样，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作品。虽然，卫拉特社会也和其他蒙古族地区一样13世纪进入了封建时代，但它长期保留了氏族、部落联盟和史诗时代。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上述书中说：“当今居住在西蒙古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是18世纪从准噶尔和西蒙古其他地区迁来的。……这个省的绝大多数卫拉特人，至今非常惊人的保留着氏族联盟，因此，他们的一切旧东西照旧保存着。”接着说：“卫拉特人，迄今仍然处于史诗时代，他们富有‘史诗’观念，在他们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史诗’模式。”《江格尔》的形成时代，不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初期，而是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这与荷马时代不同，但史诗形成的条件继续存在，封建混战同样成为英雄史诗形成的土壤。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和形形色色的小汗国，常常处于内讧和外战之中，战争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广大民众对这种社会现实不满，反对封建割据和掠夺战争，向往和平统一的社会局面，怀念和赞颂为统一家乡和保卫家乡而战斗的古代史诗的英雄人物。在这种社会的环境中，天才的卫拉特陶兀里奇们，为了反映封建割据时代卫拉特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愿望，虚构出一个宝木巴汗国及英雄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为统一和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英雄人物，并借助于本民族古老传说、中小型英雄史诗和其他材料，把它们加以改编和再创作，编创了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

那么，当时《江格尔》到底什么模样，这无从知道。但是，它初具长篇英雄史诗的规模时，肯定具备了《江格尔》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汗国宝木巴地方（也许起初有另一种叫法）及其首领江格尔和勇士洪古尔、阿拉坦策吉等一批主要英雄人物；描绘以江格尔为首的宝木巴汗国的勇士们与其他若干个汗国之间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也会有个别勇士的婚姻斗争故事；当然，作为长篇英雄史诗，一定是规模宏大，会有一系列的长诗（故事），如同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那样有若干独立的长诗。这样《江格尔》的核心部分就形成了，但作为口头创作，它不能不围绕这一核心，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充实和变异。

四

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江格尔》具有变异性，它初具长篇史诗规模后，还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的传诵，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异过程之中，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另一方面发生了某些蜕化现象。

现已出版的《江格尔》是由150部以上长诗（包括异文）所组成的，其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对这些长诗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发现，《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有多种不同渠道。

一、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同一部长诗的几种异文和变化。《江格尔》的不少长诗都有一些异文和变体，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区别，情节繁简不一，人物也有差别，因演唱者的艺术素质而异。如征服芒乃汗的长诗有1908年鄂利扬·奥夫拉、1940年巴嗓嘎·穆克宾、1967年巴拉达·那生卡等演唱的几种异文，彼此之间有较大的区别。异文最多的是勇士洪古尔的婚礼故事，它有九种长诗，分为两大类，其中存在着大小不同程度的差别，情节有增有减，人物被更换，甚至连洪古尔的未婚妻及其父亲的名字也多种多样。但在这两大类九种长诗之间存在着很重要的共同性，它们都描写了洪古尔的两次婚姻故事，即洪古尔先杀死一个坏姑娘后，到远方去通过英勇斗争战胜情敌和岳父而得到可爱妻子的故事。同时，在两大类故事中有许多相似的重要母题。这证明它们是同源异流的作品，是最初的一部洪古尔的婚事故事，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江格尔奇的演唱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此外，还有反映洪古尔的儿子和顺婚礼和小勇士乃尔巴图婚礼的三部长诗，与上述两大类洪古尔的婚礼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是在它们的影响下产生的。

二、在几百年来《江格尔》的口头传诵过程中，一方面可能有的古老长诗被人们遗忘，另一方面不断地产生了新的长诗和模拟长诗。新长诗的形成有多种来源：

1．在原有的个别长诗和诗段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新长诗和新情节。以江格尔的身世及前辈勇士的经历为例，过去出版的《江格尔》里只有在序诗和《阿拉坦策吉归顺江格尔之部》中有一些反映。可是，1978年以来在新疆和布克赛尔一带发现了近十部描绘这一方面的长诗。其中江格尔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汗的婚礼、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的婚礼、乌琼·阿拉达尔汗夫妇被杀害和江格尔成为孤儿的经过、蒙根·西克锡力克收养小江格尔以及他把自己领地移交给江格尔的经过都有较详细的描绘。据我们分析，也许有的故事是早期的作品，但多数属于晚期产生的新长诗或模拟长诗。如蒙根·西克锡力克是江格尔的前辈，他结婚的时候江格尔还没有出生，更没有创建宝木巴汗国，按道理他的婚礼在《江格尔》里是最早的故事，可是反映他婚礼的长诗的产生并不一定很早，可能是后期的艺人们看到江格尔的一些勇士有婚礼故事，便为蒙根·西克锡力克也编了一个婚事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完全像一部古老的婚姻型英雄史诗，如果没有蒙根·西克锡力的名字，无法成为《江格尔》的一部。

2．在《格斯尔》的影响下，借用它的一些母题和格斯尔可汗的敌人的名字，艺人们创作了一批《江格尔》长诗。蒙古文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于18世纪上半叶问世。不久出现了它的托忒文版，并在卫拉特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口头传唱方式广为流传。后来其他版《格斯尔》也在卫拉特人中传播。《格斯尔》的第五章描写了格斯尔与锡莱依高勒三汗的大战，第九章反映了格斯尔征服安都拉玛蟒古思的事迹。新疆发现的五部长诗都描绘了江格尔的勇士们同锡莱依高勒三汗和安都拉玛蟒古思的斗争。这些长诗的产生不可能早于18世纪下半叶。

3．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们利用宝玛·额尔德尼、汗哈冉贵、那仁达赉汗、哈尔·库和勒等著名的中小型卫拉特英雄史诗主人公的名字，创作了宝木巴汗国勇士们同他们战斗的一批新长诗。

4．出现了为《江格尔》的原有勇士们编创的新长诗，也有了以新的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长诗。在早期记录的《江格尔》的多数长诗中普遍存在的英雄人物，是江格尔、阿拉坦策吉、洪古尔、萨布尔、萨纳拉、明彦、赫吉拉干、宝尔芒尼等，另外古恩拜、哈布图、和顺·乌兰等一批勇士也在一些故事中出现。过去国外出版的《江格尔》里提到赫吉拉干和古恩拜的事迹，但他们没有单独的长诗。和顺·乌兰曾是一部长诗中的三小勇士之一。可是，在新疆发现的《江格尔》里，和顺·乌兰成为二十多部长诗的主角，描写古恩拜的长诗有三四种，赫吉拉干成为《江格尔的法官雄辩家赫吉拉干控诉锡莱依高勒三汗而取胜之部》的主人公。在这些作品中，有早期的情节和故事，但也有一些后期产生的长诗、模拟故事，甚至有个别不成功之作。如关于赫吉拉干的故事里没有反映他的英雄行为，也没有表现其雄辩才能，只有一种使人无法相信的事情，说他向江格尔要了一把钥匙，到锡莱依高勒三汗的法官面前去，打开了文殊室利佛的金柜子，从里面拿出档案给大家看，便解决了一个领土争端问题。这是个别文人粗制滥造的作品。此外，在新疆记录的《江格尔》里勇士萨里亨·塔布嘎、汗希尔宝东、小勇士巴特哈那、阿尔巴斯·哈尔、乃尔巴图等各有一部长诗，他们是过去尚未发现的人物，这些长诗中有后来产生的作品。

三、《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是在人物变化和情节变化中出现的。首先，史诗的勇士和主要反面人物不断的增加，在英雄人物结构中，出现了由同一代人向三代人发展的趋向。长辈人物乌琼·阿拉达尔汗和蒙根·西克锡力克，由原来的次要地位，转为几部独立的长诗的主角。过去出版的《江格尔》里，只有在两三部长诗中，江格尔的下一代人起重要作用，可是近十多年来记录的作品中，增加了一批小勇士，他们成为江格尔的第二代英雄人物的一个完整的梯队和宝木巴汗国的接班人，近三十个故事都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情节的发展与变异非常复杂。现有《江格尔》各个长诗的基本情节与蒙古中小型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一样，其中有两种情节单元。最小的情节单元是母题，大的单元是史诗母题系列，史诗母题系列分为征战型母题系列与婚姻型母题系列两种。有的长诗中只有一个史诗母题系列，有的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史诗母题系列。史诗情节的小变化是与母题的增减和更换以及母题本身的扩充与缩减有关。史诗的大变化是由史诗母题系列的增减或更换所决定的。长诗里除了基本情节外，还有各种插曲和母题群，它们的变化也同样影响长诗。《江格尔》的许多长诗中有一批较固定的共同性情节块，其中包括诗母题系列和母题群。以征战母题系列为例，它们分为几大类型，每个类型中都存在着共同性情节块。如有一种以三项要求为起因的征战母题系列，这就是敌人派遣使者去威胁江格尔，向他提出侮辱性三项要求（有时五项或三项之一），让他交出妻子、坐骑和勇敢过人的勇士洪古尔。这实际上是让他交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宝木巴国勇士们，尤其是洪古尔坚决抵抗而取胜。这种情节块在中、蒙、俄三国出版的《江格尔》的十多部长诗中普遍存在，说明那些长诗先后都是以它为核心形成的。同样，还有以驱赶军马群为起因的征战母题系列、活捉敌国汗王的征战母题系列、宝木巴国勇士被俘受刑的母题群、战斗中江格尔的长枪折断的母题群以及战斗中二勇士先用弓箭、宝刀、钢鞭打仗胜负难分时，最后跳下坐骑去肉搏的母题群，都在一批长诗中普遍存在着。各个长诗的异同、新长诗的产生、同一长诗多种异文的出现等现象，都与那些情节块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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